
隋炀帝重用南人与南北朝臣之倾轧

王永平

　　摘　要：隋炀帝着力调整朝廷中枢执政群体之地域结构，谋求统一王朝的适度开放。 具体表现在用人方面，
拔擢南来文武人士，以之执掌中枢，主导军政，形成了中国古代统一王朝第一个规模甚大、影响显著的南人军政群

体。 炀帝如此，与其个人经历及社会文化观念的变化相关，体现出中古南方地域社会的长足发展，预示着中国历史

的变动趋势。 南人“参掌朝政”，普遍“巧于附会”，揣摩炀帝旨意以投机，表现出佞幸化特征；其武将则积极支持炀

帝征战，竞相效命立功。 作为新兴地域军政群体，南人沦为炀帝专断之附庸，对当时局势颇多危害。 南人势力崛起

过程中，凭借炀帝之恩幸，开拓仕途，竞逐利益，对以关陇勋贵为代表的旧统治群体造成冲击，引发了激烈的冲突与

对抗，最终导致“江都之难”过程中南北势力相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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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隋朝用人导向变化而言，隋炀帝大业年间的

相关变动，绝非一般性的人事调整，而是关涉当时全

国军政格局的深刻变化，对此后的历史走势产生深

远影响。 众所周知，隋朝是经历数百年分裂后形成

的统一王朝。 在长期的分裂动荡过程中，伴随着大

规模的人口迁徙、文化传播与民族融合，各地域社会

获得长足发展与深刻变革，及至南北朝后期，形成了

关陇、山东、江南三大地域社会，最终关陇军政势力

凭借其强悍之武力，统一全国。 在军事征服后，如何

消解各地之分离倾向，这是隋朝统治者面临的时代

性重大课题。 一般而言，新统一王朝应当调整既有

的用人政策，其主要手段是拔擢各地域士人代表以

改善统治集团结构。 对此，隋文帝在立国与统一过

程中，主要依靠关陇集团以主导军政，间用山东、江
南人士以示包容。 隋炀帝继位后，进行了关涉全局

的重大调整，他对关陇军政集团有所疏离与抑制，甚
至诛戮一些关陇权贵，大力拔擢、培植南人军政群

体，其代表人物参决中枢，主导军政决策与实施。 隋

炀帝此举，体现出汉末以来南方地域社会发展之蕴

积及统一王朝治理变革之趋势。 不过，其相关政策

之实施颇为激进，具有较强的主观性、情绪化特征，
政治理性不足，以新兴南人军政势力取代关中势力，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其统治根基，由此引发当时

统治集团上层不同地域群体间的激烈冲突与斗争，
促成隋统治的内乱、危机与崩溃。 有鉴于此，本文从

国家治理层面对隋炀帝培植南人军政群体及其所引

发的南北朝臣纷争，作一论述，不当之处，恳请教正。

一、隋炀帝拔擢南人群体以执掌军政

隋炀帝用人政策的显著特点是重用南人以主导

军政，改变了西魏、北周以来特别是隋文帝所因循之

关陇本位传统，引发其朝政格局的变动与统治集团

内部的纷争。 从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发展进程看，
隋炀帝此举标志着古代统一王朝用人趋向的深刻变

革，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１．隋炀帝拔擢南士以参决中枢

隋炀帝主政后即大力拔擢江南文士， 在中枢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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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层形成了一个地域特征显著的南人群体，他们的

政治地位不断提升，逐渐主导中枢，其代表人物主要

有虞世基、裴蕴、袁充、许善心、陆知命等。
就诸人身份而言，细致辨别，有侨、旧分别。 其

中虞世基、陆知命为江东本土旧族子弟。 《隋书·
虞世基传》载其为会稽余姚人，《隋书·陆知命传》
载其为吴郡富春人。 裴蕴、袁充、许善心则为江东侨

寓士族子弟。 《隋书·裴蕴传》载其“河东闻喜人

也。 祖之平，梁卫将军。 父忌，陈都官尚书，与吴明

彻同没于周”，“蕴以其父在北，阴奉表于高祖，请为

内应” ［１］１５７４。 《隋书·袁充传》载其“本陈郡阳夏

人也。 其后寓居丹阳。 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

中”，“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 ［１］１６１０。 《隋书·许

善心传》载其为高阳北新城人，世仕梁、陈，少以才

学显名，陈亡前受命使隋被拘。 诸人在南朝虽有侨、
旧差异，但南朝后期侨旧士族社会已大体融汇合一。

就诸人权位而言，炀帝主政后皆得恩宠，参决中

枢。 据《隋书》诸人本传，虞世基、许善心二人在陈

时以才学显名，隋文帝以之参掌礼乐典籍，袁充则以

天文之学相投附，裴蕴出刺诸州，陆知命“数年不得

调” ［１］１５６０，请求出使高丽。 可见文帝朝诸人皆远离

朝廷中枢。 隋炀帝主政后，诸人政治地位发生了实

质性变化。 《隋书·虞世基传》载“炀帝即位，顾遇

弥隆”，“俄迁内史侍郎”，“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
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

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 于时天下多事，
四方表奏日有百数。 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 之

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 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

百纸，无所遗谬” ［１］１５７２。 大业中后期深得宠重，主
导军政决策， 以至江都难作时炀帝问 “世基何

在”①。 《隋书·裴蕴传》载“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

常少卿”，再迁民部侍郎。 裴蕴以“户口多漏”，诈小

诈老以免租赋，“因是条奏，皆令貌阅”，炀帝称“今
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由是渐

见亲委”，“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

密” ［１］１５７４－１５７５。 《隋书·袁充传》载炀帝继位，袁
充揣度帝意，以术数相缘饰，为炀帝之兴造、巡幸、征
战等 制 造 舆 论， 以 至 “ 超 拜 秘 书 令， 亲 待 逾

昵” ［１］１６１３。 在炀帝巡幸江都与谋划南渡等重大问

题上，他与虞世基等人参与决策。 《隋书·许善心

传》载其大业年间得预军政，大业九年（６１３ 年）“摄
左翊卫长史，从渡辽，授建节尉” ［１］１４２８，大业十年

“从至怀远镇，加授朝散大夫。 突厥围雁门，摄左亲

卫武贲郎将，领江南兵宿卫殿省” ［１］１４３０。 《隋书·

陆知命传》载炀帝嗣位，其“拜治书侍御史”，“帝甚

敬之”，辽东之役“为东暆道受降使者” ［１］１５６０－１５６１。
由上述可知，虞世基、裴蕴、袁充、许善心、陆知

命等南人朝臣代表在大业年间所任官职之等第、权
位，相较于隋文帝时期皆有实质性变化，特别是虞世

基、裴蕴、袁充深得炀帝宠信，或专擅诏诰起草，或承

旨断狱，以致大业后期，诸人操控炀帝之军政决策。
２．隋炀帝培植南人武将及其武装

与拔擢南士以主导中枢相应，隋炀帝主政后，着
力培植南人军事将领，壮大其武装，其代表人物主要

有麦铁杖、沈光、来护儿、陈稜、樊子盖、周法尚等。
隋炀帝朝南人军事将领在地域上主要来自江

南、岭南、江淮诸地；在身份上则有南方士族、地方豪

族、寒门、奴隶之差异。 《隋书·麦铁杖传》载其始

兴人，陈时因“结聚为群盗”而“没为官奴，配执御

伞”，“陈亡后，徙居清流县” ［１］１５１１。 《隋书·沈光

传》载其吴兴人，“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
于长安” ［１］１５１３，为吴地士族。 《隋书·来护儿传》
载其江都人，早年为贺若弼灭陈收集情报，后从杨

素、李宽平定江南叛乱，出自江北寒门。 《隋书·陈

稜传》载其庐江襄安人，祖辈“以渔钓自给” ［１］１５１８，
其父为部曲，助平江南之乱，陈稜得拜开府，领乡兵，
出自江淮部曲。 《隋书·樊子盖传》载其庐江人，祖
父仕于梁，其父于侯景乱中入齐，樊子盖后仕于周、
隋，参与平陈之役。 《隋书·周法尚传》载其汝南安

成人，祖、父皆仕于梁，自少尚武，“其父卒后，监定

州事，督父本兵” ［１］１５２６，因陈朝内争而投附北周。
樊子盖与周法尚出自侨寓南朝将门。 诸人本籍虽有

岭南、江东、江淮等分别，但多自南入北，来护儿虽寓

居江北，广陵地域长期隶属南朝，故可将诸人归为南

来武人群体，与关陇豪强为代表的其他北方地域群

体不同。 在社会身份上，诸人门户相对低微，麦铁杖

为官奴，来护儿、陈稜为江淮寒门，樊子盖、周法尚出

自南朝侨寓将门，沈光也显然非传统高门。
考察诸人之地位升迁，据《隋书》诸人本传，有

的凭借参与灭陈与平定江南之功勋，获得了一定的

地位，如来护儿官至右御卫将军，樊子盖历任循州总

管，周法尚历任永州、桂州总管、岭南安抚大使等，但
就其群体性崛起及其影响而言，则有损隋炀帝主政

后的优遇与培植。 《隋书·麦铁杖传》载其在炀帝

继位后进位柱国，除右屯卫大将军，“帝待之逾密”。
大业八年随军出征，他率先渡辽水战死，“帝为之流

涕，购得其尸”，下诏称之。 麦铁杖有三子：长子麦

孟才嗣，授光禄大夫，“帝以孟才死节将子，恩赐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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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拜武贲郎将”，其弟仲才、季才 “俱拜正议大

夫” ［１］１５１２。 《隋书·沈光传》载其年少尚武，“大业

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 同类数

万人，皆出其下”。 他冲锋陷阵，“帝望见，壮异之，
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恒致

左右，亲顾渐密。 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
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 ［１］１５１３－１５１４。
《隋书·来护儿传》载：“炀帝即位，迁右骁卫大将

军，甚亲重之。”“大业六年，从驾江都，赐物千段，令
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荣之”，后转右翊卫大将军。
他全程参与辽东之役，率舟师出征。 杨玄感围攻洛

阳，其返师与宇文述等合力平叛，封荣国公。 大业十

三年，“转为左翊卫大将军，进位开府仪同三司，任
委逾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 其诸子也颇受重用，
“长子楷，以父军功授散骑郎、朝散大夫。 楷弟弘，
仕至果毅郎将、金紫光禄大夫。 弘弟整，武贲郎将、
右光禄大夫” ［１］１５１５－１５１６。 《隋书·陈稜传》载：“炀
帝即位，授骠骑将军。 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 后三

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

海，击流求国，月余而至。”“虏男女数千而归。 帝大

悦，进稜位右光禄大夫，武贲如故，镇周金紫光禄大

夫。 辽东之役，以宿卫迁左光禄大夫。 明年，帝复征

辽东，稜为东莱太守。 杨玄感之作乱也，稜率众万余

人击平黎阳，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 寻奉诏于江

南营战舰。”“以功进位光禄大夫，赐爵信安侯。”炀

帝幸江都宫，陈稜领宿卫征讨周边叛乱武装，“超拜

右御卫将军” ［１］１５１９－１５２０。 《隋书·樊子盖传》载炀

帝继位，转凉州刺史、武威太守等，他表示“愿趋走

阙庭，万死无恨”。 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
蒙褒美”。 大业五年，炀帝西巡，他再次请求为内

职，炀帝曰：“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

之敌，宜识此心。”大业六年，“樊子盖朝于江都宫，
炀帝谓之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敕庐

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
当时荣之。 还除民部尚书”。 大业八年，以摄左武

卫将军，从征辽东，为涿郡留守。 大业九年，再征辽

东，留守东都；杨玄感叛乱，“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

备御，至辄摧破，故久不能克。 会来护儿等救至，玄
感解去。 子盖凡所诛杀者数万人”。 大业十一年，
炀帝巡察雁门，为突厥所围，“频战不利”，其建议

“守城以挫其锐”；后受命征讨汾、晋之民变，其卒后

炀帝“悲伤者久之” ［１］１４９０－１４９３。 《隋书·周法尚

传》载：“炀帝嗣位，转云州刺史。 后三岁，转定襄太

守。”炀帝幸榆林，其建议“结为方阵”，以为“牢固万

全之策”，拜左武卫将军。 后为敦煌、会宁太守；辽
东之役，“以舟师指朝鲜道，会杨玄感反，与将军宇

文述、来护儿等破之” ［１］１５２８－１５２９。
隋炀帝大力培植江南、江淮武人，形成了一个新

兴的南人武人群体，在炀帝时期的军政活动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 宋人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卷三七《隋
书·麦铁杖陈稜传》条有论云：“隋名将自韩、贺、
杨、史外，如崔方仲、于仲文、段文振等，亦足备驱使；
及再伐辽，至于亡国杀身，而麦铁杖、杨义臣、陈稜、
沈光之流，犹有可述。 盖乘分裂并吞之后，隋虽统一

而天下未尝无变，其多将材，固应如此也。” ［２］ 相较

于隋文帝朝诸关陇名将，叶适指出炀帝朝“其多将

材”，代表人物有麦铁杖、陈稜、沈光等，以为诸人之

兴起“犹有可述”，但未能明确揭示诸人的地域背

景，他们并非关陇勋贵之后辈，而是具有南方地域特

征的新兴武人群体。
隋炀帝注重组织南人武装，曾一再征调江南、江

淮、岭南士众。 《隋书·刘元进传》载：“炀帝兴辽东

之役，百姓骚动。”“会帝复征辽东，征兵吴、会，士卒

皆相谓曰：‘去年吾辈父兄从帝征者，当全盛之时，
犹死亡太半，骸骨不归；今天下已罢敝，是行也，吾属

其无遗类矣。’于是多有亡散，郡县捕之急。” ［１］１６２３

可见炀帝征调南人部伍颇众。 尤应指出，炀帝禁中

宿卫有独立编制的“江南兵”，前引文称炀帝受困雁

门，许善心“领江南兵宿卫殿省”。
炀帝巡幸、滞留江都期间，进一步扩充南方军

队，来护儿、陈稜、沈光等将领皆受命组织江淮军队，
或以之镇压民变，或充实禁中宿卫。 具体就南方骁

果而言，有江东、江淮、岭南诸分支。 《通鉴》卷一八

五载武德元年七月，宇文化及北归，与李密交战失

利，“其将陈智略帅岭南骁果万余人，樊文超帅江淮

排赞，张童儿帅江东骁果数千人，皆降于密。 文超，
子盖之子也” ［３］５８００。 这是炀帝在江都所扩充之南

方军队，后为宇文化及裹挟入北，其统率为南方各地

域武将代表。 除江南、江淮武人外，新涌现之岭南武

将引人注目。 前引大业六年陈稜“与朝请大夫张镇

周发东阳兵万余人”出征琉球，返师后以“镇周金紫

光禄大夫”。 又，《新唐书·南蛮传下》载宁氏“世为

南平渠帅”，隋时多人平定地方变乱，为刺史、太守，
其中宁长真“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

卿，授安抚大使，遣还”②。 炀帝何以着力培植南人

武将群体，扩充南人武装实力？ 关陇集团自是崇尚

武力之军政势力，文帝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为其控制，
然炀帝当政后，致力拓展，巡幸四方，北御突厥、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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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谷浑等，表现出疏离关中的倾向，招致关陇勋贵的

抵制，出现以杨玄感为代表的关陇势力的叛乱，而炀

帝培植之南人武将及其武装不仅积极支持其战略抉

择，而且全力参与平定杨玄感叛乱，成为炀帝维系统

治的新支柱。
３．隋炀帝拔擢南人军政群体之缘由

其一，隋炀帝拔擢、培植南人军政群体，与其江

南地域社会意识与文化观念密切相关。
隋统一结束了数百年的南北分裂，预示着中古

历史的重大转折，开启了新纪元。 从政治、经济、社
会、文化等方面看，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时代使命之

一是融汇、整合南北社会，以稳定、巩固南北统一。
隋炀帝萧后出自后梁，其年少时已接触南方文化，早
年取法庾信文风③，平生“好为吴语”④。 开皇九年

（５８９ 年），他参与平陈之役，后出镇扬州，十年间广

泛交结、招揽江南人士，构建晋王藩府学士群体，有
组织地开展文学创作与典籍编纂，推进南北社会整

合。 这使得隋炀帝对南方之世态民情与社会文化具

有真切认知，与其他囿于关陇的统治人物明显不同，
这通过其敕令重修《区域图志》可以进一步说明。
《大业杂记》大业六年载：“敕内史舍人窦威、起居舍

人崔祖濬及龙川赞治侯卫等三十余人撰《区宇图

志》一部，五百余卷，新成，奏之。 又著《丹阳郡风

俗》，乃见以吴人为东夷，度越礼义，及属辞比事，全
失修撰之意。 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逵宣敕，责威等

云：‘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

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

物，千载一时。 及永嘉之末，革夏衣缨，尽过江表。
此乃天下之名都。 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

子，莫非彼士。 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
越礼义，于尔等可乎？ 然著述之体，又无次序。 各赐

杖一顿。’即日，敕遣秘术学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内
史侍郎虞世基总检。” ［４］２３０－２３１在隋统一江南十多

年后，窦威、崔祖濬等编撰地志，仍 “以吴人为东

夷”，以致炀帝怒而杖之，并命南人虞世基、许善心

等主持重修。 炀帝在敕文中称汉魏以来，江东已是

“衣冠人物，千载一时”，东晋以来更是“革夏衣缨，
尽过江表”，“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
非彼士”，其江东地域之文化观念超越既往，远迈时

贤，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深受南方文化熏陶的统一

帝国君主，这对其大业年间的用人政策产生了深刻

影响。
其二，隋炀帝拔擢南人军政群体，与其出镇扬州

的相关军政活动不无关联。

炀帝招揽江南人士组建晋王府藩邸学士，人数

颇众，《隋书·柳辩传》载其为晋王谘议参军，“王好

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颍、虞世南、王胄、朱玚等百

余人以充学士。 而辩为之冠” ［１］１４２３。 这百余名学

士，大多来自江南，在学术文化活动外，也有其政治

功用。 当时炀帝谋划夺嫡，尽管未见南人具体参与

其事的记载，但江南学士群体的相关文化活动，具有

广泛的宣传与示范效应，树立其崇文善治的形象，以
助其夺嫡进位。 《隋书·文学·潘徽传》载其《江都

集礼序》称：“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

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赞杰，藏用显仁。 地居周、
邵，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 戎衣而笼关

塞，朝服而扫江湖，收杞梓之才，辟康庄之馆。” “乃
以宣条暇日，听讼余晨，娱情窥宝之乡，凝相观涛之

岸，总括油素，躬披缃缥，芟芜刈楚，振领提纲，去其

繁 杂， 撮 其 指 要， 勒 成 一 家， 名 曰 《 江 都 集

礼》。” ［１］１７４６其中称颂炀帝“允文允武，多才多艺”，
颇有政治意涵⑤。 不仅如此，炀帝谋划篡夺以扬州

为基地，有夺嫡不成而据江淮以分立的打算。 《隋
书·郭衍传》载：“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 迁洪州

总管。 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

之。 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 如其

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 副君酒客，其如我

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 ［１］１４７０炀帝夺嫡时，当
援引南人以助其事，故其进位后，其藩府学士多随之

入朝，成为内廷之中坚。

二、“巧于附会”：南人军政人物之
佞幸化及其危害

　 　 隋炀帝出镇扬州，着力招揽江南人士，即位后大

力拔擢南人文武代表以参掌中枢军政，大业中期以

后，以南人权贵主导军政，造成了用人之道的重大变

革。 具体考察当时南人文武群体之表现与作为，就
政治品格而言，其显著特征是佞幸化。

１．南人朝臣之佞幸化

炀帝朝南人朝臣中，虞世基、裴蕴、袁充三人权

位最著，参掌朝廷中枢，大业后期参与密谋决策，然
其行事皆揣度帝意以献策，一如恩幸。 其作风表现

主要有二：“巧于附会”与“唯利是视”。
其一，揣摩上意以进言，谄媚附会以求宠。
《隋书·虞世基传》载其大业初任内史侍郎，

“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诸权贵“参掌朝政”，其所

拟之诏敕“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以为

１３１

隋炀帝重用南人与南北朝臣之倾轧



比”。 大业十年前，他对炀帝频繁巡幸、大肆兴造，
特别是一些重大军政决策，向无谏言；此后，对处置

民变、巡幸江都、谋议渡江等一系列重大军政决策，
一味附和且多加欺瞒，甚至陷害忠良，“于时天下大

乱，世基知帝不可谏止，又以高颎、张衡等相继诛戮，
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 面对

“盗贼日甚，郡县多没。 世基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

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 是后外闻有变，帝弗

之知也”。 太仆杨义臣“捕盗于河北，降贼数十万，
列状上闻”，虞世基曰：“鼠怯虽多，未足为虑。 义臣

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阃外，此最非宜。”于是“遽追

义臣，放其兵散”。 炀帝留滞江都，元善达“间行贼

中，诣江都奏事。 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 贼据

洛口仓，城内无食”，请求“陛下速还”，“帝为之改

容”，虞世基反对返北，称“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

至”，帝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使“经贼中，向东

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至此“外人杜口，莫敢

以贼闻奏” ［１］１５７３。 《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虞

世基“亡国羁旅，特蒙任遇。 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

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 ［１］１５８４。
《隋书·裴蕴传》载其为太常少卿，“揣知帝意，

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 其六品

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
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
增益乐人至三万余”。 他担任御史大夫，“参掌机

密”，“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
成其罪。 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 是后大

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敢与夺，必禀承进止，
然后决断。 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

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 处置杨

玄感叛乱案，他利用炀帝的怨恨心理，滥杀无辜以求

赏：“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蕴曰：‘玄
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

盗耳。 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 蕴由是乃峻法治

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 帝大称善，赐奴婢

十五口。” ［１］１５７４－１５７５《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

其“素怀奸险，巧于附会” ［１］１５８４。
至于袁充，隋文帝时以术数附和而为太史令，

《隋书·袁充传》载炀帝初继位，奏称“去岁冬至，日
景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陛下即

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一十月庚戌冬

至，正与唐尧同” 云云，“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

贺”。 对炀帝的军政失误，他一再以天文星象相敷

衍。 如：“其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于时缮治宫室，

征役繁重，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 百僚

毕贺。 帝大喜。”“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
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 又，
“其后天下乱，帝初罹难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帝
心不自安。 充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
“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
在位者皆切患之”。 《隋书》卷六十九“史臣曰”称其

入隋后“更以玄象自命”，“要求时幸，干进务人”，
“充变动星占，谬增晷景。 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
兹勿舍，其在斯乎”！［１］１６１１－１６１３

其二，卖官鬻爵，唯利是图。
虞世基充任炀帝“近侍”，利用职权贪赃枉法，

《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其“鬻官卖狱，黩货无

厌” ［１］１５８４。 “继室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其奢

靡。 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 孙复携前夫子夏侯

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 鬻官卖狱，贿
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 其弟世南，素国士，而
清贫不立，未曾有所赡。 由是为论者所讥。”⑥ 又，
《隋书·裴矩传》载：“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
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

以贿闻。” ［１］１５８２可见虞世基谄媚以求宠，得位以谋

私。 裴蕴，《隋书》卷六十七“史臣曰”称其“作威作

福，唯利是视” ［１］１５８４。 他总揽司法，与虞世基相勾

结，扩充御史，拓展权势，《隋书·裴蕴传》载：“蕴又

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增置

御史百余人。 于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

者，阴中之。 于时军国多务，凡是兴师动众，京都留

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 宾客附隶，遍于

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 ［１］１５７６袁充，《隋书》
卷六十九“史臣曰”称“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
不以道，颓其家声，良可叹息” ［１］１６１４－１６１５。 《隋书·
袁充传》载其隋文帝时以天文附会，“上大悦，赏赐

优崇，侪辈莫与之比”，炀帝时变本加厉，“帝大喜，
前后赏赐将万计” ［１］１６１２。

虞世基、裴蕴、袁充作为炀帝朝参与军政大策谋

划与实施之重臣，他们极力用心揣测炀帝旨意，谄媚

附会，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奢侈腐化，政乱国危而无

谏言，甘愿扮演佞臣的角色，加剧了政风腐化。
２．南人武将群体之投附心态

南人武将大多出自寒门或豪族，入隋后社会地

位、军政待遇相对偏低，寻机改变处境，故对炀帝之

兴战极力应和、怂恿，在炀帝动员、组织与出征各环

节，他们都积极支持，意在建功立业。 《隋书·麦铁

杖传》载其随军出征时，他主动充任先锋，报必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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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对诸子表示：“吾荷国恩，今是死日。 我即被杀，
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 ［１］１５１２《隋书·沈

光传》载其出征前，告别故旧，“光酹酒而誓曰：‘是
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

见矣。’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
升 其 端， 临 城 与 贼 战， 短 兵 接， 杀 十 数

人” ［１］１５１３－１５１４。 《隋书·来护儿传》载其大业八年

领水师出征，在陆路失利后，他一度拒绝退军；大业

十年炀帝“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他以为“此还也，
不可重来”，欲违诏继续进军，以“诸将惧，尽劝还，
方始奉诏” ［１］１５１６。 《隋书·周法尚传》载其大业十

年领水师出征后患疾，心有不甘，说：“吾再临沧海，
未能利涉，时不我与，将辞人世。 立志不果，命也如

何！” ［１］１５２９可见诸人对炀帝征伐的态度。
南人军政群体何以普遍佞幸化？ 究其根源，首

先在于作为“亡国之余”的流移群体，具有天然的寄

生性、依附性与软弱性。 其次则与炀帝之政风相关。
《隋书·炀帝纪下》载其“猜忌臣下，无所专任，朝臣

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 本纪“史臣曰”
称其“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
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 ［１］９４－９５。 《隋

书·五行志上》载：“时帝不遵法度，骄奢荒殆，裴
蕴、虞世基之徒，阿谀奉旨，掩塞聪明，宇文述以谗邪

显进，忠谏者咸被诛戮。” ［１］６２１可见当时朝臣多“阿
谀奉旨”，尤以南人为著。

３．“江都之难”中南人沦为炀帝之殉葬

大业十二年七月隋炀帝巡幸江都，谋划南渡江

东，引发随驾关中骁果反叛，即所谓“江都之难”。
《隋书·恭帝纪》载义宁二年“三月丙辰，右屯卫将

军宇文化及杀太上皇于江都宫”，“金紫光禄大夫、
内史侍郎虞世基，银青光禄大夫、御史大夫裴蕴，通
议大夫、行给事郎许善心，皆遇害”，“光禄大夫、宿
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朝请大夫沈光，同谋讨贼，夜袭

化及营，反为所害” ［１］１０１。 《隋书·宇文化及传》亦
载：“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又执朝臣不同己者数

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害之。” ［１］１８９０所谓“不同己

者”，多为南人。
其间南人曾有先发制人之谋议。 《隋书·裴蕴

传》载：“及司马德戡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

之。 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

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等，仍发羽林殿脚，遣
范富娄等人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

援帝。 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 世基疑反者不实，抑
其计。 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

遂 见 害。 子 愔 为 尚 书 辇 直 长， 亦 同 日

死。” ［１］１５７６－１５７７《隋书·虞世基传》载其子熙“大业

末为符玺郎，次子柔、晦，并宣义郎。 化及将乱之夕，
宗人虞伋知而告熙曰：‘事势以然，吾将济卿南渡，
且得免祸，同死何益！’熙谓伋曰：‘弃父背君，求生

何地？ 感尊之怀，自此诀矣。’及难作，兄弟竞请先

死，行刑人于是先世基杀之” ［１］１５７４。 许善心本不在

诛戮之列，竟“自求死”，《隋书》本传载：“十四年，化
及弑逆之日，隋官尽诣朝堂谒贺，善心独不至。 许弘

仁驰告之曰：‘天子已崩，宇文将军摄政，合朝文武

莫不咸集。 天道人事，自有代终，何预于叔而低徊若

此！’善心怒之，不肯随去。 弘仁反走上马，泣而言

曰：‘将军于叔全无恶意，忽自求死，岂不痛哉！’还

告唐奉义，以状白化及，遣人就宅执至朝堂。 化及令

释之，善心不舞蹈而出。 化及目送之曰：‘此人大负

气。’命捉将来，骂云：‘我好欲放你，敢如此不逊！’
其党辄牵曳，因遂害之，时年六十一。”其母范氏“年
九十有二，临丧不哭，抚柩曰：‘能死国难，我有儿

矣。’因卧不食，后十余日亦终” ［１］１４３０－１４３１。
江淮武将中，来护儿权位最重，其父子自在诛戮

之列，《北史·来护儿传》载：“及宇文化及构逆，深
忌之。 是日旦将朝，见执。 护儿曰：‘陛下今何在？’
左右曰：‘今被执矣。’护儿叹曰：‘吾备位大臣，荷国

重任，不能肃清凶逆，遂令王室至此，抱恨泉壤，知复

何言！’乃遇害。”“子十二人，楷通议大夫，弘金紫光

禄大夫，整左光禄大夫”，“至是，并遇害，子侄死者

十人” ［５］ 。 由其临终所言，可见对炀帝之情感。
南人武力后进以为炀帝复仇相号召，其核心人

物是麦孟才、沈光等。 《隋书·宇文化及传》载宇文

化及弑逆后“十余日，夺江都人舟楫，从水路西归。
至显福宫，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沈光等谋击化及，
反为所害” ［１］１８９０。 《隋书·沈光传》载：“光自以荷

恩深重，思怀竭节。 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

复仇。 先是，帝宠昵官奴，名为给使，宇文化及以光

骁勇，方任之，令其总统，营于禁内。 时孟才、钱杰等

阴图化及，因谓光曰：‘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以

卫社稷，斯则古人之所耻也。 今又俯首事仇，受其驱

率，有腼面目，何用生为？ 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
公义士也，肯从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于

将军也。 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

内营。 以此复仇，如鹰鹯之逐鸟雀。 万世之功，在此

一举，愿将军勉之。’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之众数千

人，期以营将发时，晨起袭化及。 光语泄，陈谦告其

事。 化及大惧曰：‘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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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可当，须避其锋。’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留
人告司马德戡等，遣领兵马，逮捕孟才。 光闻营内喧

声，知事发，不及被甲，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 值舍

人元敏，数而斩之。 遇德戡兵入，四面围合。 光大呼

溃围，给使齐奋，斩首数十级，贼皆披靡。 德戡辄复

遣骑，持弓弩，翼而射之。 光身无介胄，遂为所害。
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 时年二十八。 壮

士闻之，莫不为之陨涕。” ［１］１５１４－１５１５《隋书·麦铁杖

传》载麦孟才“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 与武

牙郎钱杰素交友，二人相谓曰：‘吾等世荷国恩，门
著诚节。 今贼臣弑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

视息世间哉！’于是流涕扼腕，遂相与谋，纠合恩旧，
欲于显福宫邀击宇文化及。 事临发，陈藩之子谦知

其谋而告之，与其党沈光俱为化及所害，忠义之士哀

焉” ［１］１５１２－１５１３。 《隋书》卷六十四传论称“孟才、钱
杰、沈光等，感恩怀旧，临难忘生，虽功无所成，其志

有可称矣” ［１］１５２２。
南人被逼而随宇文化及北归者，或因心情抑郁

而死，《隋书·文学·庾自直传》载：“化及作逆，以
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 ［１］１７４２或心存他

念遭诛，《隋书·艺术·耿询传》载其“从至黎阳，谓
其妻曰：‘近观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

王，吾知所归矣。’询欲去之，为化及所杀” ［１］１７７０。
留守江都的陈稜，以另一种方式表达其对隋炀帝的

感情。 《隋书·陈稜传》载：“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

及引军北上，召稜守江都。 稜集众缟素，为炀帝发

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
论者深义之。” ［１］１５２０

对炀帝之江都宫难，南人深感“荷国厚恩”，出
于君臣大义，他们与关陇势力殊死相抗，以表达对炀

帝之“忠义”，然组织不周，军力亦不足，以致遭受覆

灭性打击。

三、大业年间南人军政群体与
关陇势力之斗争

　 　 隋炀帝倚重南人以主导军政，大业时期形成了

一个具有鲜明地域背景的南人军政群体，这是中国

古代政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现象。 然而，新
旧地域政治势力的升降，必然伴随着激烈的冲突与

残酷的斗争，导致统治集团的严重内耗。
１．炀帝有意疏离关陇势力

隋文帝立国，其军政势力因袭西魏、北周以来形

成的关陇地域集团及其相关制度，虽间有征召山东

人士、掺用江南人士以相弥补，而关陇本位观念及其

相关用人政策依旧。 然南北统一后，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新格局，即军事征服后，如何稳定南方局势，巩
固统一。 作为具有总管南方经历的继任者，炀帝形

成了新的南方意识与观念，主政后欲意突破关陇集

团之垄断，培植南人军政群体以改变朝廷中枢的地

域结构。 《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五年二月，炀帝

“制魏、周官不得为荫” ［１］７２，通过改革选举与门第

恩荫制度，削弱关陇旧族特权，表现出向各地域扩大

开放的意向。 他一再下诏拔擢新锐之士，从年辈、地
域与阶层等方面改变上层官僚结构。

其实，自大业三年以来，炀帝已着手清除关陇旧

臣代表。 《隋书·炀帝纪上》载大业三年七月“杀光

禄大夫贺若弼、礼部尚书宇文弼、太常卿高颎。 尚书

左仆射苏威坐事免” ［１］７０。 炀帝诛杀最具声望与影

响的关陇军政人物，表现出疏离关中的倾向。 对助

其夺嫡、得位的关陇代表杨素，炀帝也有清除之意。
《隋书·杨素传》载其“特为帝所猜忌，外示殊礼，内
情甚薄” ［１］１２９２。 其子杨玄感为礼部尚书，《隋书·
杨玄感传》载：“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

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
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 ［１］１６１５大

业九年，杨玄感变乱被镇压，其家族势力由此毁灭。
在遏制关陇势力膨胀过程中，炀帝培植新的军

政辅助势力，这既是排黜关陇势力后补充空缺的需

要，更是在新的地域观念驱动下强化皇权的需要。
大业年间参掌朝政的核心人物有苏威、宇文述、裴
矩、裴蕴、虞世基等“五贵”。 其中苏威是关陇旧臣

代表；宇文述出自关陇集团，又有炀帝藩府亲信背

景；裴矩由齐入周，为山东人士代表；裴蕴、虞世基则

来自陈朝。 “五贵”之地缘背景，体现出炀帝新的

“全国格局”与“天下观念”，其中南人比重较大，显
现出隋朝大一统政局之新变。 在此变革中，关陇集

团受到冲击，南人群体颇多得益，其代表人物相继进

入炀帝朝之核心层，成为大业年间政坛之新兴力量，
这必然引发新旧得势地域群体间的冲突与斗争。

２．南人攻击关陇势力

作为新兴军政势力，南人为拓展军政道路，对关

陇旧人多有攻击。 其中裴蕴的相关表现尤为突出，
其攻击对象涉及高颎、苏威、薛道衡等人。 如前述其

为太常少卿，“揣知帝意”以奏括乐户，当时高颎为

太常，为裴蕴上司，《隋书·高颎传》载：“时诏收周、
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 颎奏曰：‘此乐久废。 今若

征之， 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 递相教习。’ 帝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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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 ［１］１１８４裴蕴附会帝意以倡乐，而高颎为其上司

则反对兴乐，以致“帝不悦”，可见裴蕴对高颎之态

度及其斗争。 又，裴蕴陷害苏威。 《隋书·裴蕴传》
载“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

知天下多贼”，帝不悦，斥其“老革多奸”，裴蕴乘机

陷害“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其“知上意，
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鞫之，乃处其死。 帝

曰：‘未忍便杀。’遂父子及孙三世并除名” ［１］１５７６。
裴蕴竟欲置苏威于死地。 大业末，裴蕴与虞世基联

手打压苏威，《隋书·苏威传》载：“从幸江都宫，帝
将复 用 威， 裴 蕴、 虞 世 基 奏 言 昏 耄 羸 疾， 帝 乃

止。” ［１］１１８９又陷害薛道衡，《隋书·裴蕴传》载司隶

大夫薛道衡本无重罪，“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
乃奏曰：‘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 见诏书每

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 论其罪名，似
如隐 昧， 源 其 情 意， 深 为 悖 逆 ’”， “ 于 是 诛 道

衡” ［１］１５７５－１５７６。
何稠或陷害高颎。 《隋书·高颎传》载：“时帝

遇启民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

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高颎议论炀帝

弊失，以为“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

为谤讪朝政，于是下诏诛之，诸子徙边” ［１］１１８４。 高

颎私议，知者甚少，何稠可能参与构陷高颎⑦。
萧吉以术数中伤杨素。 《隋书·艺术·萧吉

传》载其“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数”，“吉性孤峭，不
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

不得志”。 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尝行经华阴，见
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 帝问其故，吉曰：
‘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 改葬者，庶可免

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

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

事。 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 ［１］１７７４－１７７７。
许善心弹劾宇文述。 《隋书·许善心传》 载：

“左卫大将军宇文述每旦借本部兵数十人，以供私

役，常半日而罢。 摄御史大夫梁毗奏劾之。 上方以

腹心委述，初付法推，千余人皆称被役。 经二十余

日，法官候伺上意，乃言役不满日，其数虽多，不合通

计，纵令有实，亦当无罪。 诸兵士闻之，更云初不被

役。 上欲释之，付议虚实，百僚咸议为虚。 善心以为

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

役所部，情状乃殊。 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散追

至，不谋同辞。 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

可舍。 苏威、杨汪等二十余人，同于善心之议。 其余

皆议免罪。 炀帝可免罪之奏。” ［１］１４２７－１４２８宇文述是

当时最为炀帝信重之关陇勋贵，执掌禁卫，许善心公

然弹劾其违法乱纪。
３．关陇权贵抑制南人

对南人代表参决军政，关陇势力心存不满，多加

抑制。 如苏威掣肘虞世基、樊子盖，《隋书·樊子盖

传》载炀帝遭遇雁门之围，樊子盖垂泣谏曰：“愿暂

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 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
人心自奋，不足为忧。”然解围后，苏威以为：“追论

勋格太重，宜在斟酌。 子盖执奏不宜失信。 帝曰：
‘公欲收物情邪？’” ［１］１４９２ 《隋书·虞世基传》载炀

帝雁门受困，虞世基进言“重为赏格”，“亲为抚循”，
“下诏停辽东之役”，然“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

辽之诏。 由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 ［１］１５７２－１５７３。 虞

世基与樊子盖主张“重为勋格”或“厚为勋格”，以激

励将士，然解困之后，苏威“追论勋格太重”，以致樊

子盖、虞世基失信于众。
韦云起弹劾虞世基、裴蕴。 《通鉴》卷一八三隋

炀帝大业十二年载：“治书侍御史韦云起劾奏：‘世
基及御史大夫裴蕴职典枢要，维持内外，四方告变，
不为奏闻。 贼数实多，裁减言少，陛下既闻贼少，发
兵不多，众寡悬殊，往皆不克，故使官军失利，贼党日

滋。 请付有司结正其罪。’大理卿郑善果奏：‘云起

诋訾名臣，所言不实，非毁朝政，妄作威权。’由是左

迁云起为大理司直。” ［３］５７１５韦云起出自关中韦氏，
他弹劾虞世基，“请付有司结正其罪”，所论虽有据，
但不无对南人“职典枢要，维持内外”的不满心理。

宇文述打压许善心。 《隋书·许善心传》载其

弹劾宇文述“后数月，述谮善心曰：‘陈叔宝卒，善心

与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征等同往送葬。 善心为

祭文，谓为陛下，敢于今日加叔宝尊号。’召问有实，
自援古例，事得释，而帝甚恶之。 又太史奏帝即位之

年，与尧时符合，善心议，以国哀甫尔，不宜称贺。 述

讽御史劾之，左迁给事郎，降品二等” ［１］１４２８。 可见

宇文述一再中伤、打压许善心。
杨玄感起事将矛头指向南人军政得势群体，

《隋书·杨玄感传》载其大业九年发动叛乱，“时将

军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城，军未发。
玄感无以动众，乃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谬称

护儿失军期而反。 玄感遂入黎阳县，闭城大索男夫。
于是取帆布为牟甲，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 移书傍

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 杨玄感

以讨来护儿为名起兵，意在利用北人敌视南人的心

理以动员士众。 杨玄感围攻东都洛阳，致书留守樊

子盖，其中称“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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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直之口” ［１］１６１６。 这显然是在指斥炀帝亲信南人，
故其“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以动员、组织关陇地

域势力。
４．大业末期南北集团的殊死较量

大业之末，隋炀帝巡幸、滞留江都，并决意南渡

江左。 围绕相关谋划与决策，南北军政势力斗争激

烈，以致最终相互残杀。 对炀帝第三次巡江都，北人

普遍反对，他们主张回归关中以稳定大局，而南人则

多与炀帝同声共气，促成炀帝巡游、留滞江都，并谋

议渡江。 《大业杂记》载大业十二年春正月，“敕毗

陵郡通守路道德集十郡兵近数万人，于郡东南置宫

苑，周十二里，其中有离宫十六所”，“及江左叛，燔
烧遂 尽。 又 欲 于 禹 穴 造 宫， 未 就 而 天 下 大

乱” ［４］２４４－２４５。 可见炀帝谋议第三次巡幸江都时已

有南渡江左的整体规划，主导其事者正是虞世基等

南人。 《大业杂记》载大业十二年“十二月，修丹阳

宫，欲东巡会稽等郡，群臣皆不欲” ［４］２４８。 又，《大
唐创业起居注》卷三义宁二年三月载：“初骁果兵等

苦于久在江都，咸思归叛。 至是，炀帝知唐据有西

京，过江计定，仍先分骁果往守会稽，诳之云往东吴

催米，故化及等因之而作难。” ［６］ 《隋书·炀帝纪

下》也载大业十三年十一月丙辰，“唐公入京师”，
“上起宫丹阳，将逊于江左” ［１］９３。

对以关陇代表为核心的北人群体反对巡游江

都，炀帝严加惩处。 《隋书·赵才传》载其张掖酒泉

人，早年“配事晋王。 及王为太子，拜右虞候率”，
“时帝每有巡幸，才恒为斥候，肃遏奸非，无所回

避”。 他明确反对炀帝巡幸江都。 “十二年，帝在洛

阳，将幸江都。 才见四海土崩，恐为社稷之患。 自以

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于是入谏曰：‘今百姓疲

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 愿陛下还京师，
安兆庶，臣虽愚蔽，敢以死请。’帝大怒，以才属吏，
旬日，帝意颇解，乃令出之。” ［１］１５４１赵才以炀帝藩府

旧属，免遭杀戮，其他谏者，多遭酷杀。 《隋书·炀

帝纪下》载大业十二年七月甲子巡幸江都，“奉信郎

崔民象以盗贼充斥，谏不宜巡幸。 上大怒，先解其

颐，乃斩之”，“车驾次氾水，奉信郎王爱仁以盗贼日

盛，谏上请还西京。 上怒，斩之而行” ［１］９０－９１。 《通
鉴》卷一八三大业十二年七月“朝臣皆不欲行，帝意

甚坚，无敢谏者。 建节尉任宗上书极谏，即日于朝堂

杖杀之” ［３］５７０５。 由“朝臣皆不欲行”，可见当时北

人普遍反对炀帝巡幸江都。
对炀帝谋议南渡江左，北人反对情绪更为强烈。

《隋书·赵才传》载：“帝遂幸江都，待遇逾昵。 时江

都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术监袁充等

多劝帝幸丹阳。 帝廷议其事，才极陈入京之策，世基

盛言渡江之便。 帝默然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

出。” ［１］１５４１可见虞世基、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
炀帝“廷议其事”，关陇代表赵才坚决反对。 炀帝认

同南人的“渡江之便”，付诸落实。 《通鉴》卷一八五

唐高祖武德元年载：“帝见中原已乱，无心北归，欲
都丹阳，保据江东，命群臣廷议之。”“于是公卿皆阿

意言：‘江东之民望幸已久，陛下过江，抚而临之，此
大禹之事也。’乃命治丹阳宫，将徙都之。” ［３］５７７６这

里概述炀帝“无心北归”，决意南渡，所谓“公卿皆阿

意”，实际上“阿意”者多是南人。
当时公然反对南渡，请求返归关中的还有李桐

客。 《旧唐书·良吏上·李桐客传》载：“大业末，炀
帝幸江都，时四方兵起，谋欲徙都丹阳，召百僚会

议。”公卿皆迎合炀帝，“桐客独议曰：‘江南卑湿，地
狭州小，内奉万乘，外给三军，吴人力屈，恐不堪命。
且逾越险阻，非社稷之福。’御史奏桐客谤毁朝政，
仅而获免”⑧。 随着南人主导的南渡策略付诸实施，
关中骁果将校决意反叛。 《隋书·宇文化及传》载

“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

叛归”，其首领司马德戡联络诸将校，宣称：“今闻陛

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 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

藕语，并谋逃去。 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
恐先事见诛。 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

矣。”于是推宇文化及为主，“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
多酝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递相

告语，谋叛逾急” ［１］１８８８－１８８９。 可见关中骁果上层图

谋反叛，在动员过程中，利用炀帝与南人之紧密关

联，谣言惑众，激发关中骁果对炀帝与南人之怨恨。
综合全文，隋炀帝重用入隋之江南、江淮人士，

培植起南人军政群体，这是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第

一次出现的规模庞大、掌控中枢、影响显著的南人军

政势力，体现出长期分裂后南方地域社会的长足发

展及对统一王朝的深刻影响。 面对新的统一形势，
具有全新南方意识与全国格局的隋炀帝，为稳固统

一，有疏离关中的意向，继位后即迁都洛阳，进而开

凿运河，加强隋朝东部与南方的经营，显现其新的地

域战略规划。 具体从国家治理层面而言，要保证王

朝军政运作顺畅，关键在于用人。 炀帝主政后，诛戮

高颎等元老旧臣，意在突破关陇势力之垄断，培植南

人群体以主导军政，表现出顺应历史演进趋势之敏

锐，相较此后唐宋统治者，可谓开创中国古代政治统

治变革之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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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国家治理、军政管控的角度分析隋炀帝

调整用人政策，他重用南人军政群体，并以之取代关

陇势力，与其长期镇守南方、交结南人、文化崇尚及

其阴谋夺嫡等经历有关，并非完全出于洞悉历史变

革的政治自觉与理性，带有强烈的个人情感色彩与

主观意识。 面对长期分裂过程中各地域的充分发

展，在军事征服后如何维系统一这一时代性重大问

题，理性的统治者不应简单地以某一地域群体急剧

取代传统地域势力，而应当顺应大势，循序渐进，力
图避免急剧性的地域集团转换更迭造成统治集团的

分化与内讧。 遗憾的是，缺乏政治理性的隋炀帝，他
在感悟到某些历史变动趋向时，为其情绪所裹挟，在
用人政策的地域性转换方面，简单地以南人群体取

代关陇势力，对日益剧烈的地域势力纷争，不仅少有

协调与管控，而且多有倾向与偏私，以致统治集团上

层各地域群体公然对立，军政战略严重分歧，无法形

成共识，错失连连。 炀帝巡幸江都，谋迁江东，与南

人合体共命，关陇骁果武人发动兵变，最终炀帝遭

弑，南人军政代表沦为殉葬。 如此悲剧，促人深思！

注释

①《通鉴·唐纪一》高祖武德元年载隋炀帝为关中骁果武人所执，
“帝问：‘世基何在？’贼党马文举曰：‘已枭首矣！’”参见司马光：《资
治通鉴》，中华书局 １９５６ 年版，第 ５７８１ 页。 ②参见欧阳修、宋祁：《新
唐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６３２６ 页。 关于大业年间岭南宁氏等

武人势力之兴起，参见何德章先生《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

生命》（收入何德章：《魏晋南北朝史丛稿》，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
的相关考论。 ③《隋书·柳辩传》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后与

南士交往，“文体遂变”。 参见魏征：《隋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第

１４２３ 页。 ④参见《资治通鉴》，第 ５７７５ 页。 见《通鉴》卷一八五唐高

祖武德元年三月条。 此条又载江都难前，炀帝对萧后说：“外间大有

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饮耳！”“侬”乃典型

吴语发音。 又，《隋书·五行志上》载：“帝又言习吴音，其后竟终于

江都，此亦鲁襄公终于楚宫之类也。”参见《隋书》，第 ６２５ 页。 ⑤对

于隋炀帝出镇扬州期间招揽江南文士之政治效用，参见前揭何德章

先生《江淮政治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的相关分析与论述。 ⑥
参见《隋书》，第 １５７３—１５７４ 页。 《隋书·李文博传》载：“初，文博在

内校书，虞世基子亦在其内，盛饰容服，而未有所却。 文博因从容问

之年纪，答云：‘十八。’文博乃谓之曰：‘昔贾谊当此之年，议论何事？
君今徒事仪容，故何为者！’”李文博乃博陵人，本传载其“性贞介鲠

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名理，特所留心。 每读书至治乱得失，忠臣烈

士，未尝不反覆吟玩”。 李文博具有典型的北方质朴儒者风尚，他批

评虞世基子“徒事仪容”，固然体现出南北士风之差异，但由此可见

虞世基地位提升后，其子弟生活之纵奢。 参见《隋书》，第 １４３１—
１４３２ 页。 ⑦《隋书·何稠传》载其西魏时自荆州入关，本为技艺之

士。 《隋书·儒林·何妥传》载何妥为何稠叔父，隋文帝时一再攻讦

关中士族代表苏威父子等，其原因固然复杂，但与南北地域分别相

关。 ⑧参见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 １９７５ 年版，第 ４７８５ 页。
《隋书·诚节·刘子翊传》载其彭城丛亭里人，早年仕于北齐，入隋

后为杨素所重，炀帝擢授治书侍御史，“从幸江都。 值天下大乱，帝
犹不悟，子翊因侍切谏，由是忤旨，令子翊为丹阳留守。 寻遣于上江

督运，为贼吴棋子所虏”。 刘子翊在江都以“切谏”而“忤旨”，当是因

劝谏北返，受惩“为丹阳留守”。 参见《隋书》，第 １６５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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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炀帝重用南人与南北朝臣之倾轧


